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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試圖以韓愈、柳宗元為考察對象，探討中唐士人遭貶謫

至南方後，面對迥異北地的環境，如何堅持儒家信念，以具體行

動治理地方，並承擔移風易俗的教化責任。首先，從隋唐人們的

南方「想像」談起，析論彼時人們如何透過文本「建構」南方，

而韓愈、柳宗元遭貶謫至南方後，實際「體驗」究竟為何。其次，

任連州陽山縣令的韓愈，固然與僧人密切交往，然而，他乃是對

之輸以儒家觀念，企圖引導那些有能力的佛教徒還俗，以助朝廷

治理百姓。韓愈任潮州刺史時，更是以具體的行動，參與地方事

務，充分展現士人理物的職分，貫徹儒家「富而教之」的理念。

最後，以待罪之身謫居永州的柳宗元，縱使擔任無法讓他發揮長

才的司馬，他仍抱持著「利安元元為務」、「以民為本」思維，

轉向有力者求助，企望可以量移他方。可惜的是，直到再被貶至

柳州，柳宗元才獲得實踐士人教化之道的機會。

關鍵詞：士人、教化、南方、韓愈、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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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works by Han-Yu and Liu Tsung-yüan
to discuss how scholars keep their Confucian thought and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moralization when they were banished to the South.
To begin with people’s image of South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e
could find that North people all feared South deeply. When Han-Yu
and Liu Tsung-yüan were banished to South, their actual experiences
also reflected on those poetry and essays. Second, although Han-Yu
has had friendly relationships with monks; however, his purpose is
trying to guide those monks to resume secular life. While Han-Yu
was taking up the position of the prefect of Chaozhou, he
participated local affairs and liberated slaves. His activity is not only
taking the obligation of scholars but also representing Confucian
moralization. Third, as the subprefect of Yongzhou, Liu Tsung-yüan
was still not to give up Confucian faith: settle down people. So he
tried to request those powerful people to help him leave Yongzhou.
Unfortunately, until he had been banished to Liuzhou, Liu Tsung-yüa
just got a chance to practice Confucian moralization.

Keywords：Scholars, Moralization, South, Han-Yu, Liu Tsung-yü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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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隋廢鄉官、1行科舉以後，唐人為取得「士」的資格，紛

紛自各地聚集至京畿。待科考及第、經過銓選，2終於謀得一官

半職，躋身官僚集團一員。然而，大至升遷貶謫，小至職務分派，

這些權力皆掌握在朝廷手中，加上唐朝有本籍迴避的原則，士人

入仕後往往成為「漂泊」的群體，3展開其「以官為家」的宦遊

生活。4從這個層面來看，受制於中央的士人，即便選舉制度物

換星移，他們亦如過去的官吏，乃是朝廷在地方的代言人，擔負

著文化傳播、移風易俗的教化責任，構成一幅「朝廷（中央）─

士人─鄉里（地方）」的圖像。過去學界檢討唐代士人處境，多

將焦點集中在官僚制度運作之下，士人與鄉里之間的連繫斷裂，

而有「中央化」、5「城市化」，6進而「去鄉里化」7的傾向，可

說是極為完善地闡發劉秩「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里閭

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土著，萃處京畿，士不飾行，人弱而

1 濱口重國：〈所謂隋的廢止鄉官〉，收入劉俊文主編，韓昇、黃正建等譯：《日

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4卷 六朝隋唐》（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頁315-333。
2 王勛成：《唐代銓選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尤其是第2章〈及

第舉子守選〉，對於守選的緣由、年限有詳細闡述。
3 王德權：《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風氣》（臺北：政大出版社，2012年），

頁365-386。
4 韓愈曰：「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唐］韓愈著，馬其昶校

注，馬茂元整理：〈送楊少尹序〉，《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4年），卷4，頁308。
5 毛漢光則論述選舉制度的改變，使得過往地方的世家大族有朝兩京一帶移動的

「中央化」的傾向，這種情況具體反映在士族籍貫的遷移。毛漢光：〈從士族

籍貫遷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

業公司，1988年），頁235-337。
6 甘懷真指出，隋唐以來的官僚制，讓士人逐漸中央化、城市化，而帝國版圖的

擴大，使得官人移動的距離增加，促使「宦遊」的情況產生。甘懷真：〈唐代

官人的宦遊生活──以經濟生活為中心〉，收入中國唐代學會編輯委員會編：

《第2屆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年），頁39-60。
7 王德權：《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的自省風氣》，頁69-108。必須要說明的

是，王德權在此並未提出「去鄉里化」之詞彙，這是筆者在王德權「無鄉里之

選」的制度層次脈絡，結合不同學者的論述，所統整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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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8的語意。劉秩的意見，可覷見唐人從制度層次批評士風敗

壞，亦呈現舉子、士人、豪族由地方往中央移動的景況。

安史亂後，中唐人們面對榮景不再的唐帝國，分別從寫作型

態、9政治環境、社會氛圍、選舉制度、士人風氣等不同面向，

展開深刻的反省，試圖找出致使唐朝衰敗的根本原因。身為朝廷

棟樑的士人，置身於這股自省風氣之中，10一方面反求諸己，注

重修身，思量自身德行是否有虧；另一方面則是務求教化，積極

地介入地方事務，希冀能夠藉由地方的治理，重建百姓對朝廷的

信心。易言之，「修身」與「教化」可說是中唐時候士人的新動

向。11這兩個動向，即為余英時在〈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一文

所指出的，乃是儒家建立「德治」或「禮治」秩序的兩道程序。
12值得注意的是，余英時承認這兩道程序有緊密的關聯性，「理

論」上當然是儒者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落在「實踐」層面，

「這兩種程序決不可加以混淆。」職是之故，余氏進一步劃分「『修

身』是『內治』的程序；『先富後教』則是『外治』的程序。」
13余英時論述的對象，是肩負傳播「大傳統」文化至地方「小傳

8 ［唐］杜佑：〈選舉五：選舉雜議中〉，《通典》（第1冊）（北京：中華書

局，2012 年），卷17，頁417。見「左監門衛錄事參軍劉秩論曰」條。
9 包弼德（Peter K. Bol）著，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南京：江蘇

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14-154。
10 王德權從制度層次的角度，分析唐代士人的處境，並且指出唐人在安史之亂前

後，已然有明顯的反省風氣。王德權：《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的自省風氣》，

頁69-108。
11 王志浩：《尊經‧崇禮‧教化：柳宗元儒學思想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頁108-140。
12 余英時指出：「我們在上文討論儒家德治或禮治秩序的建立，指出其中有兩個

相關但完全不同的程序。第一個程序是從『反求諸己』開始，由修身逐步推展

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第二個程序則從奠定經濟基礎開始，是『先富後教』。……

這兩種程序當然有內在的關聯性：『士』是四民之首，平時在道德和知識方面

都必須有充分的準備，在機會到來時才能執行『富民』、『教民』的任務。」

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

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頁188。
13 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頁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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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14的漢代循吏，有意思的是，這種以官員為中介者，作為連

繫「朝廷（中央）─鄉里（地方）」樞紐的文化交流模式，同樣

適用於唐代士人。

不過，依循朝廷的意志遷徙的唐代士人，除了任職於長安、

洛陽以外，事實上有更多機會接觸兩京以外的地方社會，尤其是

當時被視為瘴癘之地的南方。15近來已陸續有學者注意到這項議

題，惟多從唐人行旅的見聞書寫、16南方的物質氣候、17醫療風

土，18乃至士人的宦遊經歷為主。19本文試圖以著名的儒者韓愈

（字退之，768～824）、柳宗元（字子厚，773～819）為對象，

14 「大傳統」和「小傳統」的概念，參見Robert 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
15 關於中唐「南方」的範圍，張蜀蕙指出，方位常是一種浮動的地理概念。也就

是說，方位的判斷會因敘事者的角度而有所不同。本文以長江中游以南，作為

中唐的「南方」範圍，一方面基於彼時長江中游以南尚有待開發，另一方面則

是因為諸多文人，如本文論述對象韓愈、柳宗元，皆謂其貶謫所在為「南方」。

張蜀蕙之說，張蜀蕙：〈開闢與安頓──唐代文人南方經驗中的宗教經驗與國

族論述〉，收入中國唐代文學學會、西北大學文學院、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主

編：《唐代文學研究》（第13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頁46。
16 陳玨：〈唐人行旅路綫中的文化史──文學與文化遺產學跨學科彙通小例〉，

收入饒宗頤主編：《華學（第9、10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頁2041-2049。
17 薛愛華（Edward Schafer）曾檢討南方的礦物質、氣候、動植物等。薛愛華著，

程章燦、葉蕾蕾譯：《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

聯書店，2014年）。
18 蕭璠：〈漢宋間文獻所見古代中國南方的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響〉，收入

李建民主編：《生命與醫療》（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頁

193-298。于賡哲：《唐代疾病、醫療史初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1年）。
19 唐人宦遊經驗，尤其是其中衍伸出的貶謫文學，歷來最受論者注意。戶崎哲彥

發現，中唐因貶謫而開始出現「以山林為牢」這種新的文學手法。戶崎哲彥：

〈韓愈的嶺南山水文學與柳宗元〉，《唐代嶺南文學與石刻考》（北京：中華

書局，2014年），頁104。尚永亮認為，文人獲罪被貶，從京城到貶所的人生

落差，造就詩文裡不時有強烈的悲感與被棄感。尚永亮：《唐五代逐臣與貶謫

文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315-366。廖宜方注意到，

宦遊及地域經驗，漸漸地成為唐代士人的共同文化。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

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年），頁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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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中唐士人貶謫南方後，面對「人弱而愚」的鄉里，如何以具

體行動，施行儒家信念，承擔文化傳播、移風易俗的教化責任。

韓、柳的教化行動，反映中唐士人，於唐帝國的統治危機中，扮

演秩序重新建構的關鍵角色。論述架構方面：首先，從唐人的南

方「想像」談起，探討彼時人們如何透過文本「建構」南方意象，

而韓愈、柳宗元貶謫南方後，實際「體驗」究竟為何。其次，韓

愈直言不諱的性格，使他先後被貶至連州陽山及時屬嶺南道的潮

州，史載其任陽山令時「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20，

可以想見韓愈有明確的教化行動，值得我們注意。最後，唐順宗

時期，柳宗元參與王叔文等人為首之「永貞集團」，著手政治改

革。然而，新皇帝繼位後，這群人被立場不同的主政者一貶再貶，

甚至永不得量移。遠謫南方的柳宗元，如何秉持儒者信念，施行

教化，亦有深入探究的價值。

二、「想像」與「體驗」：唐人的南方印象

（一）文本與現實交織的南方印象21

誠如過去學者的研究，由於科舉制度的施行，唐代氏族大

家、地方豪強為鞏固既有權力，紛紛不遠千里送子弟赴京，甚至

舉家遷徙，形成「中央化」、「城市化」，乃至「去鄉里化」的

傾向。讀書人及第以前，簇集於京城，索求達官貴人的賞識，冀

望獲得全國性的名聲，謀得踏上仕途的機會；22士人中舉、任官

20 ［宋］歐陽修、［宋］宋祁等撰，楊家駱主編：〈韓愈傳〉，《新校本新唐書

附索引》（第7冊）（臺北：鼎文書局，1998年），卷176，頁5255。
21 標題的概念借自張蜀蕙：〈現實經驗與文本經驗的南方──柳宗元貶謫作品的

疆界空間〉，收入中國唐代文學學會、西北大學文學院、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主編：《唐代文學研究》（第11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頁606-621。
22 有關唐代士人如何在京城獲得名聲、參與社交活動之情況，參見甘懷真：〈漢

唐間的京城社會與士大夫文化〉，收入邱仲麟主編：《中國史新論──生活與

文化分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頁18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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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亦想方設法留在京城，除了現實的俸祿考量以外，若是能

夠在皇親國戚所在的京城，成為鎂光燈的焦點，對往後的宦途，

無疑是有利而無害。然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現實人間的

變數難以預料，諸多因素都能讓這群以官為家的士人，離開京

城，被排除於士大夫群體外，甚至遠謫南方，成為踏足異域的

「他者」。23

唐代的「南方」是和處於政治中心的「北方」相對的概念，

主要係指長江以南的區域，即唐代的江南道、嶺南道等地區，24

尤其是嶺南道，歷來常是朝廷懲罰官吏的貶謫所在。唐代以前，

對於南方的描述，如《史記‧貨殖列傳》謂：「江南卑濕、丈夫

早夭。」25至《隋書‧食貨志》仍言：「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

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26《隋書‧地理下》亦云：「自嶺

已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皆多瘴厲，人尤夭折」27，可以

知道，從漢到隋，人們視南方為土地卑濕、瘴氣遍布，身處其中

的人則容易早死。不僅如此，南方令人畏懼之由，氣候環境是一

種原因，風俗民情又是另一項重要關鍵。《隋書‧地理下》曰：

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並所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

23 廖宜方認為，那些被貶逐出京，成為京城社會和士大夫社群以外的人，乃是所

謂的「他者」。這些「他者」踏足異域，著作詩文，記錄南方風土，寄回京城

的文壇後，形成南方的「報導文學」。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頁416-417。

詩文作為一種媒體，連接人與人、人與世界之論述，亦可見諸淺見洋二著，金

程宇、岡田千穗譯：〈距離與想像──中國的詩歌與媒體、作為媒體的詩歌〉，

《距離與想像：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頁198-238。有意思的是，淺見洋二特別指出，中唐時期逐漸形成一股將詩歌比

擬為繪畫的「詩中有畫」觀念，與之相應的是大量代替書信跨越距離、溝通消

息的詩歌創作。
24 唐代地圖之樣態，參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5冊）（隋‧唐‧

五代十國時期）（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2年）。
25 ［漢］司馬遷著，瀧川龜太郎考證：〈貨殖列傳第六十九〉，《史記會注考證》

（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卷129，頁1359。
26 ［唐］魏徵等撰：〈食貨志〉，《隋書》（第2冊）（臺北：鼎文書局，1997

年），卷24，頁673。
27 魏徵等撰：〈地理志下〉，《隋書》（第2冊），卷26，頁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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璣，奇異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其人性並輕悍，

易興逆節，椎結踑踞，乃其舊風。其俚人則質直尚信，

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唯富為雄。……父子別

業，父貧，乃有質身於子。諸獠皆然。並鑄銅為大鼓，

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來者有豪富子女，則

以金銀為大釵，執以叩鼓，竟乃留遺主人，名為銅鼓釵。

俗好相殺，多搆讎怨，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28

表面上看來，南方人具有質樸、守信、素負勇氣等優點；實際上，

《隋書》的編纂者輕視這些看重財富，甚至會為了錢財豁出性命

在所不惜的南方人。尤其是種種悖離倫常觀念，如父親貧窮會賣

身於子的行徑，在重視禮教的士人眼裡，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因此，來自北方的士人，往往會以「蠻」、「夷」指稱這些缺乏

禮教觀念的南方人。

職是之故，隋唐時期的人們，一旦知曉要被安排至南方，內

心常是滿懷著不安與惶恐，即便他們可能從未到過南方，對於南

方的認識僅止於書籍記載或是口耳相傳。然而，負面的南方想

像，在許多時候會轉化為經驗，使得人們深信不移。《隋書‧酷

吏傳》載庫狄士文受隋文帝賞識，拜貝州刺史，其人為官清明，

因此，凡地方官員有貪贓枉法之情事，一律舉發。庫狄士文將這

些人繩之以法：

得千餘人而奏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

徧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

唯哭士文。29

這些罪犯知曉要前往嶺南，與親友之間的辭別，如同陰陽兩隔，

看似有些誇大，實則在交通、資訊、醫療等條件較為落後的古代

28 魏徵等撰：〈地理志下〉，《隋書》（第2冊），卷26，頁887-888。
29 魏徵等撰：〈酷吏列傳〉，《隋書》（第3冊），卷74，頁1692-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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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前往未知的南方，如同步向死亡。等到他們實際抵達嶺

南，因瘴癘而死者，竟真有十之八九。待北人客死南方的消息傳

回北方，又更加深他們對於南方的恐懼。《新唐書‧宗室列傳》

亦載：

道宗弟道興，武德初，爵廣寧郡王，以屬疏降封縣公。

貞觀九年，為交州都督，以南方瘴厲，恐不得年，頗忽

忽憂悵，卒于官，贈交州都督。30

李道宗之弟道興於太宗貞觀年間被派至交州，亦屬於當時的嶺南。

李道興知道要到南方，備感不安，竟悶悶不樂而終。再如《新唐

書‧盧祖尚傳》載：

貞觀二年，交州都督以賄敗，太宗方擇人任之，咸以祖

尚才備文武，可用也。召見內殿，謂曰：「交州去朝廷

遠，前都督不稱職，公為我行，無以道遠辭也。」祖尚

頓首奉詔，既而託疾自解，帝遣杜如晦等諭意曰：「匹

夫不負然諾，公既許朕矣，豈得悔？三年當召，不食吾

言。」對曰：「嶺南瘴癘，而臣不能飲，當無還理。」

遂固辭。帝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為天下！」命斬

朝堂。31

貞觀年間，唐太宗命盧祖尚至交州接任都督，盧祖尚原先答應太

宗，後來因考量到嶺南瘴癘，一去可能無法歸來，便以有病在身

為藉口，反悔先前的承諾。太宗盛怒之下，遂下令斬之於朝堂，

以警示旁人。

韓愈、柳宗元時代稍前，著名的文人沈佺期，因參與政爭而

遭貶南方，其〈入鬼門關〉一詩，字字可見內心之佈懼：

30 歐陽修、宋祁等撰：〈江夏王道宗〉，《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第5冊），

卷78，頁3516。
31 歐陽修、宋祁等撰：〈盧祖尚傳〉，《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第5冊），卷

94，頁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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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傳瘴江路，今到鬼門關。土地無人老，流移幾客還。

自從別京洛，頹鬢與衰顏。夕宿含沙裏，晨行岡路間。

馬危千仞谷，舟險萬重灣。問我投何地？西南盡百蠻。32

瘴江路、鬼門關、千仞谷、萬重灣，流放至蠻荒之地，有幾人終

能幸運得還？透過沈佺期的眼睛，記錄了北人對南方的見聞和內

心的惴慄，一旦這些詩文傳回北地，又將再次刺激那群長年待在

政治中心、未曾親身經歷南方之士大夫，更為加深北人對未知南

方的恐懼。

由是得知，隋唐時期的人們，或是透過閱覽史籍，或是傳鈔

他人詩文，甚至通過口耳相傳，憑藉著文本想像南方的氣候與風

俗，建構其南方印象。造成身處政治中心的北方人，對於南方的

印象是負面居多，尤其最為恐懼南方瘴癘所帶來的死亡陰影。因

此，諸多北人一旦知悉要被流放、派任至南方，即便他們根本從

未離開兩京，卻如同宣判死刑，帶著怖懼之情踏上旅程。

（二）韓愈、柳宗元的南方體驗

唐德宗貞元19年（803）癸未，韓愈遭貶連州陽山縣令，33時

年36歲。《新唐書‧韓愈傳》載此事始末：

……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

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34

韓愈因上疏批評宮市，觸怒德宗，因而被黜。由於是冬末被貶，

韓愈經過一番折騰，隔年2月始至陽山。幸運的是，貞元21年（805）

32 ［唐］沈佺期：〈入鬼門關〉，收入［清］康熙御製，王全點校：《全唐詩》

（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97，頁1050。
33 ［清］方成珪：〈昌黎先生詩文年譜〉，收入［宋］呂大防等撰，徐敏霞校輯：

《韓愈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39。
34 歐陽修、宋祁等撰：〈韓愈傳〉，《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第7冊），卷176，

頁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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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宗即位，2月24日甲子大赦，35同年8月憲宗即位，韓愈獲得量

移36的機會，是年得以離開連州，總計在連州待逾一年。連州在

唐代屬江南西道，37和屬於嶺南道的賀州、廣州、韶州接壤，是

唐人觀念裡的「南方」。韓愈在〈同冠峽〉一詩曰：

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維舟山水間，晨坐聽百鳥。

宿雲尚含姿，朝日忽升曉。羈旅感和鳴，囚拘念輕矯。

潺湲淚久迸，詰曲思增遶。行矣且無然，蓋棺事乃了。38

詩文開頭便點出南方，可知韓愈中心座標仍在北地。次句「春物

亦已少」的「亦」字，隱含濃厚的今昔對比意味，透露詩人記憶

中對於春天該呈現何種景況之想像，這段記憶當然是長居北方

時銘記在心的。而「羈旅」、「囚拘」一詞，更是直截展現詩人

苦悶的囚徒情志。再如〈縣齋有感〉曰：

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嶺石坼天罅。

毒霧恆熏晝，炎風每燒夏。雷威固已加，颶勢仍相借。

氣象杳難測，聲音吁可怕。夷言聽未慣，越俗循猶乍。

指摘兩憎嫌，睢盱互猜訝。祇緣恩未報，豈謂生足藉。39

不論是自然的氣候，如「毒霧」、「炎風」、雷聲、風勢；還是

35 方崧卿：〈韓文年表〉，收入［宋］呂大防等撰：《韓愈年譜》，頁95。
36 陳俊強指出，韓愈原先謫處的連州遠離京城約三千六百餘里，量移後所在的江

陵府，則離京城一千七百餘里，相差距離近二千里。陳俊強：〈唐代「量移」

試探〉，《第5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2001年），頁665。
37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5冊）（隋‧唐‧五代十國時期），頁

57-58。值得一提的是，元和年間，劉禹錫亦遭貶連州，為求生存，避免客死

南方，劉禹錫開始撰集方書、蒐集試而有驗的藥方，著有《傳信方》一書，惜

已亡佚。相關考證參見范家偉：《大醫精誠：唐代國家、信仰與醫學》（臺北：

東大出版社，2007年），頁147-168。劉禹錫的作法，一方面反映士人對於南方

死亡陰影的恐懼，另一方面，其利用徵而有信的藥方，取代南方傳統巫醫，亦

展現士人教化的面向。
38 ［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同冠峽〉，《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冊）（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卷2，頁188。
39 韓愈：〈縣齋有感〉，《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冊），卷2，頁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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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的「夷言」隔閡，在在讓韓愈畏懼且難以適應，40可以想見

謫居南方的他，內心著實苦悶。

貞元21年，韓愈離開連州，彼時他的內心應當是企盼日後別

再踏入那瘴癘之地。只是，在命運捉弄之下，憲宗元和14年（819）
己亥，秉性耿直的韓愈，甘冒不韙地上表，勸諫憲宗不該遣使者

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憲宗見表大怒，欲除之而後快：

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

「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

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

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邪？愈，

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

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41

在群臣勸阻下，憲宗沒有處死韓愈，而是用貶官的方式懲罰他，

看似網開一面，讓韓愈死裡逃生；實際上，這次貶謫的地點遠在

潮州，屬嶺南道東部，42比韓愈先前謫居的連州要更加偏遠，顯

見憲宗是要利用制度的懲治，置韓愈於死地。費盡千辛萬苦抵達

潮州的韓愈，最不適應的，是南方的飲食習慣大異北地，其〈答

柳柳州食蝦蟇〉曰：

蝦蟇雖水居，水特變形貌。強號為蛙蛤，於實無所校。

雖然兩股長，其奈脊皴皰。跳躑雖云高，意不離濘淖。

鳴聲相呼和，無理祇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

我棄愁海濱，恒願眠不覺。叵堪明類多，沸耳作驚爆。

40 畑村學指出，韓愈貶謫陽山時期的詩文，喜用大的、誇張的、令人畏懼的比喻，

形容當地的自然風土。畑村學：〈貞元末流謫期における韓愈の文學活動〉，

《中國中世文學研究》第29號（1996年1月），頁15-31。
41 歐陽修、宋祁等撰：〈韓愈傳〉，《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第7冊），卷176，

頁5260-5261。
42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5冊）（隋‧唐‧五代十國時期），頁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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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能敗笙磬，仍工亂學校。雖蒙句踐禮，竟不聞報效。

大戰元鼎年，孰強孰敗橈。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釣罩。

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

而君復何為，甘食比豢豹？獵較務同俗，全身斯為孝。

哀哉思慮深，未見許迴棹。43

蝦蟇即蝦蟆，詩人先描述蝦蟆的樣態，其形體脊皴皰、其習性不

離泥淖、其聲音讓人不堪其擾等，對韓愈而言，顯然是負面印象

居多。然而，這種生物在南方「居然當鼎味」，在詩人的眼裡是

難以理解的。不過，入境隨俗的韓愈，後來也稍稍能夠入口。只

是，「常懼染蠻夷」句還是透露韓愈對於南方食物的恐懼，他擔

憂長期食用這些東西，可能引發身體不適，染上南方疾病。因為

韓愈的心底，仍舊期盼能夠保全性命，再度回到北方。更進一步

地觀察，韓愈不屑一顧的食物、畏懼染上的疾病，實象徵南方風

土，而韓愈反感的態度，反映著他自身代表的「正統」中原文化，

時時刻刻告誡著他，務必要和這類不入流的「蠻夷」風俗保持距

離。44然而，何以至潮州的韓愈，竟會選擇和異文化妥協？歸根

究柢，在官僚體制下，士人的命運全然繫於朝廷之手，何時能夠

返還中原，始終難以預料，放下身段和環境妥協，亦是一道選項。

如是，「正統」和「蠻夷」的文化衝突，「歸鄉」與「妥協」的

抉擇拉扯，兩種態度在韓愈內心產生強烈的緊張關係。45從南北

43 韓愈：〈答柳柳州食蝦蟇〉，《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下冊），卷11，頁1138-1139。

戶崎哲彥指出，柳宗元寫給韓愈的這首詩，不見於今存《柳宗元集》諸本，他

推論此當是子厚在柳州時寫〈食蝦蟇〉詩寄給韓愈的。戶崎哲彥：〈韓愈的嶺

南山水文學與柳宗元〉，《唐代嶺南文學與石刻考》，頁88。
44 陳弱水指出，「北方文士感覺自身的傳統與南方不同，從而強調北方文學的特

色，是北朝末年就存在的」，即便實際上是，「在中古時代，北方文風興起甚

晚，而且主要是受南方的影響」。陳弱水：〈論中唐古文運動的一個社會文化

背景〉，《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增訂本）》（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2016年），頁264-265。
45 事實上，已有學者注意到韓愈貶謫詩文裡常常具有看似矛盾的「兩面性」。戶

崎哲彥發現，韓愈在〈答張十一功曹〉詩先言「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

三家。篔簹競長纖纖筍，躑躅閒開艷艷花」，描述郴州江水山水之美，後句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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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環境差異來看，韓愈內心「正統」和「蠻夷」的拉扯，自是

無可厚非。蕭璠指出：「北方是狹義的或指全國疆域的中部地區

的『中國』的所在地，古代人們認為其地理位置正處在世界的中

央。」之所以如此，乃是基於「北方或『中國』的位置處在或靠

近『天地之中』或『地中』，因此於陰陽無所偏、無所積，陰陽

這兩個宇宙所由構成、演變的基本因素在這裏相會、相和。因而

這裏氣候十分和適」。46與此相對，秦嶺淮河以南的南土「由於

氣候炎熱、多雨潮濕，為眾多的疾疫病原或傳病媒介提供了適宜

的孳長、繁殖、活動的環境」，47居處其中的民眾未發展出良好

的衛生防疫措施，生病又多尋求巫祝卜筮，凡此種種在南遷的北

人眼中，皆是悖離「正統」的「蠻夷」。

相較於此，韓愈答詩的對象柳宗元，仕途要比韓愈坎坷得

多。永貞元年（805）八月唐憲宗即位，方隔一個月，過去在順

宗時期參與王叔文改革者皆坐貶，柳宗元先被貶為邵州刺史，之

後再貶為永州司馬。48唐代的永州屬江南西道，離京城超過三千

里，49當然是唐人認知裡的「南方」。子厚在〈懲咎賦〉謂：

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

不殛死而生為。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將沉

然一轉，曰「未報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表露內心的恐懼感。南方

一地的景色，竟讓詩人同時心生「美」與「恐」兩種截然不同的感受。戶崎哲

彥：〈韓愈的嶺南山水文學與柳宗元〉，《唐代嶺南文學與石刻考》，頁106-107。

此外，戶崎哲彥在在該文也注意到韓愈的華夷觀念，惟未進一步探討。
46 蕭璠：〈漢宋間文獻所見古代中國南方的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響〉，收入

李建民主編：《生命與醫療》，頁203-205。
47 蕭璠：〈漢宋間文獻所見古代中國南方的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響〉，收入

李建民主編：《生命與醫療》，頁295。
48 羅聯添：〈柳子厚年譜〉，《唐代四家詩文論集》（臺北：學海出版社，1996

年），頁310。另，胡可先指出，永貞革新產生的歷史背景有三：第一是宦官

專權，第二是藩鎮割據，第三是皇位內禪。胡可先：《唐代重大歷史事件與文

學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50-258。
49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5冊）（隋‧唐‧五代十國時期），頁

34-35。



中唐士人的南方教化：以韓愈、柳宗元為考察中心 15

淵而殞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

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為孤囚以終

世兮，長拘攣而轗軻。曩余志之脩蹇兮，今何為此戾也。50

此賦作於元和3年（808），陪著子厚一同至永州的柳母范陽盧氏

已在前兩年逝世，這點可從「循〈凱風〉之悲詩」句得知。禍不

單行的是，子厚此際又患上拘攣，想到要在永州如同囚徒般度過

餘生，一度讓他興起自我了斷性命的念頭。子厚之所以選擇繼續

活著，一方面是他不願死後還被貼上畏罪自盡的標籤，另一方面

則是不能無後的傳統觀念，這兩股執念亦是日後驅使他繼續前進

的動力。

柳宗元在永州生活十年，至元和9年（814）才得詔回京，這

時他的年紀已逾不惑。元和10年（815），子厚興匆匆趕赴長安，

以為能夠重新回到京城任官，殊不知「十年顦顇到秦京，誰料翻

為嶺外行」51，被趕到更遠的柳州。這對於柳宗元而言無疑是莫

大的打擊，比起籍貫上的河東解縣，其成長之所、官僚文化中心

的長安，更像是他的故鄉。52再次步出長安，意味著要和故鄉再

度告別，多久才能夠返還京城，恐怕只有皇帝知道。柳宗元要前

往的柳州，在唐代屬嶺南道，離京已逾五千里，53可見憲宗全無

原諒王叔文黨人的意思，甚至還變本加厲，幾乎要置之於死地。

子厚由桂州赴柳州途中，作〈嶺南江行〉謂：

瘴江南去入雲煙，望盡黃茆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跡，

50 ［唐］柳宗元撰，尹占華、韓文奇校注：〈懲咎賦〉，《柳宗元集校注》（第

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卷2，頁139。
51 柳宗元：〈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柳宗元集校注》（第8冊），卷42，頁

2800。
52 戶崎哲彥：〈柳宗元の故鄉と唐長安城──柳宗元の故鄉‧莊園をめぐる唐代

長安城里坊‧長安縣鄉里に関する歷史地理學的考察の試み（上）〉，《彥根

論叢》第296號（1995年7月），頁5。
53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5冊）（隋‧唐‧五代十國時期），頁

34-35。



《當代儒學研究》第 24 期 2018.0616

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颶母偏驚遊客船。

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54

尚未到柳州，瘴癘已盛，中之者幾死。不僅如此，江內有蛟吐涎，

待人墜水後吮其血以盡；水裡有射工蟲，伺機含沙射人。關於詩

中的「射工」，蕭璠推論，「古代醫學文獻裏的射工、水毒病，

儘管沒有像沙虱病那樣提出了疾病的傳播者，或提出的是不可靠

的傳播者──射工蟲，但把它們看成跟沙虱病一樣，都是今日的

恙蟲病是比較可靠的。當然我們也不排除有一些急性血吸蟲病被

劃分到水毒、射工病中去的可能性。」55除了致病的蚊蟲，還有

致命的颶風，一旦襲擊船隻，後果不堪設想。由此可見，柳宗元

這趟南方宦遊之旅，可說是前途堪憂。

不料，首先因南方瘴癘而亡者，竟是柳宗元之弟宗直：

炎荒萬里，毒瘴充塞，汝已久病，來此伴吾。到未數日，

自云小差，雷塘靈泉，言笑如故。一寐不覺，便為古人。

茫茫上天，豈知此痛？56

即便宗直久罹疾病，但柳州的瘴癘恐怕是壓垮他身體的最後一根

稻草，這起意外發生在子厚到任柳州後不久，其內心的自責和悲

憤，滿溢於紙。實際上，至南方依親、省親，因不適應氣候風土

而早夭者，在唐代多有所聞。如〈周故處士房君墓誌銘〉載房瑒

「頃以昆弟從宦，述職江淮。公戀切連枝，行尋歧路，豈謂徵愆

積善，釁起殲良，以天授三年壹月十一日，卒於洪州之旅第，春

秋六十六。」57再如〈大周故朝議郎行宋州司倉參軍上柱國關君

墓誌銘并序〉載關儉「將尋親故，遂歷關河，而纔泛鏡川，旋驚

54 柳宗元：〈嶺南江行〉，《柳宗元集校注》（第8冊），卷42，頁2834。
55 蕭璠：〈漢宋間文獻所見古代中國南方的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響〉，收入

李建民主編：《生命與醫療》，頁271。
56 柳宗元：〈祭弟宗直文〉，《柳宗元集校注》（第8冊），卷41，頁2651。
57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長壽025，頁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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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水，既頹山於稽阜，還壞木於吳門。以長安三年五月十六日遘

疾，終於越州剡縣館舍，春秋卌有四。」58柳宗直、房瑒、關儉

的客死異鄉，反映唐代的官員及其親屬的南方「體驗」，並非單

純的異文化接觸，更常會面臨的是生死的隔絕。許山秀樹曾指

出，中唐以降隨著官僚隊伍的擴大，這種因為貶謫南方而感受

「瘴雨」、「瘴霧」、「瘴海」、「瘴煙」、「瘴色」、「瘴痾」、

「瘴水」，反映於詩文的案例多過以往。59進一步言，中唐以降

因左遷緣故，而埋骨於南方之官員和眷屬，恐怕遠遠超過唐前

期。

藉由韓愈、柳宗元的南方體驗可知，士人從政治中心的北地

往南移動，容易碰上幾個問題：一、南方瘴癘之氣，會威脅到人

的生命。二、飲食習慣迥異，可能引發身體不適。三、南方氣候

殊異北方，讓人容易患病。四、南方江河滿布，水裡物種豐富，

其中致命者亦不在少數。因此，遠謫南方的士人，多半企盼能夠

盡快回到北地，這股「歸鄉」的焦慮感，一方面是對京城文化的

眷戀，另一方面則是求生意志的展現。然而，在無法預知皇帝恩

赦何時降臨的同時，入境隨俗、拋下固有自尊的妥協心理，同樣

有著莫大的吸引力，兩端的拉扯，於士人內心產生強烈的緊張關

係。

三、韓愈的南方教化

（一）陽山縣令時期

58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冊），長安045，頁1023。
59 許山秀樹：〈中國古典詩人における南方意識──「瘴」の字を手がかりに─

─〉，《中國詩文論叢》第26集（2007年12月），頁79-93。許山氏在另一篇文

章則指出，中唐以降，「蠻」的用例遠超過唐前期，運用的範圍亦有擴大的趨

勢。不僅如此，「瘴」與「蠻」字更是常在詩文中並見。許山秀樹：〈中國古

典詩に見られる「蠻」と南方意識〉，《中國詩文論叢》第30集（2011年12月），

頁8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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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貞元19年（803），韓愈被貶至屬江南西道的連州任陽

山縣令，連州和屬嶺南道的賀州、廣州、韶州接壤，而陽山又處

連州的南邊位置，沿著江流往南幾十公里，便可抵達廣州。適逢

新皇帝即位，朝廷大赦，韓愈獲得量移的機會，於貞元21年
（805）離開連州。從貶謫到離開，韓愈在連州活動的時間逾一

年，這次的貶謫，已讓韓愈得以實際體會南方風俗民情。

由於韓愈待在連州的時間並不長，史籍僅載其為官「有愛在

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60，並無更多描述可供參考。而李翱

（772～841）為韓愈寫的行狀亦是如此，其〈故正議大夫行尚書

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言韓愈：

為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

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命其子。61

皇甫湜（777～835）的〈韓愈神道碑〉亦有相似描述：

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息。先生列言

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專政者

惡之，行為連州陽山令，陽山民至今多以先生氏洎字呼

其子孫。62

不論史冊紀錄，抑或是韓愈的學生所述，有關韓愈在連州的事蹟

皆是十分簡略，縱使知悉他「有愛在民」、「政有惠於下」，評

價良好，但無法瞭解其有何具體作為。依此，我們勢必得從韓愈

的作品入手，從中找出他在南方的實際行動。

60 歐陽修、宋祁等撰，楊家駱主編：〈韓愈傳〉，《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第

7冊），卷176，頁5255。
61 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冊11）（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卷639，頁7215。
62 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冊12），卷687，頁7779。另，皇甫湜的〈韓

文公墓誌銘并序〉對於韓愈貶謫之後的政績，幾乎沒有什麼具體描述。周紹良

主編：《全唐文新編》（冊12），卷687，頁7780-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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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前言，貞元19年（803）韓愈被貶至陽山，待他遠自北

方趕到連州，可能已是貞元20年。隔年夏秋之間，韓愈獲得量移，

離開陽山，移動到北邊鄰近的郴州，等候朝廷的命令。根據清人

方成珪的〈昌黎先生詩文年譜〉，63以及錢仲聯的《韓昌黎詩繫

年集釋》可知，韓愈居處連州期間，詩、文的創作數量亦是不少，

如：〈別知賦〉、〈同冠峽〉、〈次同冠峽〉、〈貞女峽〉、〈縣

齋讀書〉、〈送靈師〉、〈送惠師〉、〈燕喜亭記〉、〈答竇秀

才書〉、〈送楊支使序〉、〈送陳秀才彤序〉、〈聞梨花發贈劉

師命〉、〈劉生詩〉、〈縣齋有懷〉、〈醉後〉、〈宿龍宮灘〉

等多首。這些詩文有回顧此生際遇之作，如〈縣齋有懷〉；有描

寫南方景致，藉以抒發內心情感的，如〈同冠峽〉；也有飲酒後，

對於人生之慨歎，如〈醉後〉，在在可見韓愈書寫的內容十分豐

富。其中，〈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二十六員外

翰林三學士〉曰：「遠地觸途異，吏民似猨猴。生獰多忿很，辭

舌紛嘲啁」，64謂連州胥吏、百姓似猴，難以溝通。〈縣齋有懷〉

詩曰：「夷言聽未慣，越俗循猶乍。指謫兩憎嫌，睢盱互猜訝」，

同樣謂南方語言風俗難曉，但特別需要留意的是，後面接續「嗣

皇新繼明，率土日流化」，65看似是阿諛新繼位的順宗，若考量

到當時的交通和政治情況，順宗是不可能親至南方。準此，韓愈

在詩中，隱含的是官吏代替天子施行教化之自我期許。正是這股

教化思維，使韓愈無法捨棄南方「蠻夷」，願意和當下環境妥協。

其〈送區冊序〉一文更為明顯：

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

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化地為字，然後可告

63 有關韓愈貶謫陽山的年月，以及其詩、文之繫年，皆參見方成珪：〈昌黎先生

詩文年譜〉，收入［宋］呂大防等撰：《韓愈年譜》，頁141-142。
64 韓愈：〈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韓

昌黎詩繫年集釋》（上冊），卷3，頁288-289。
65 韓愈：〈縣齋有懷〉，《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冊），卷2，頁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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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

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

而來，……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

若有志於其間也。66

歷來論者多注意到韓愈如何形容南方居民「小吏十餘家，皆鳥言

夷面，始至言語不通」，67卻往往忽略韓愈後文所述，共有兩點

值得注意：其一，重整當地稅收制度，令民眾按時繳納稅賦。這

並不意味著剝削百姓，而是藉此重新將南方人民納入朝廷編戶之

中。其二，讓未聞《詩》、《書》仁義之說的南方人，得以接觸

儒家核心價值。前者為官吏的職責，後者屬儒者的職分，二者皆

可歸入士人教化的範圍，韓愈顯然將兩者落實地極為成功。

除了語言隔閡，宗教信仰問題也是韓愈要面對的一大挑戰。

眾所皆知，唐代南方的特點之一，便是地方神祇信仰甚多。據嚴

耀中的考察，這些江南的地方信仰 同時也是士人眼中的淫祀、

淫祠，68與佛教結合並被納入佛教系統以後，一方面，部分的地

方神祇能夠獲得官方的容忍，另一方面，佛教勢力因而能夠更加

深入民間。69雷聞亦指出，諸多地方官員曾試圖以佛教來消解淫

祀帶來的危害。70質言之，佛教利用降妖除魔的方式與地方信仰

結合，官員則藉由拉攏佛教，進而達到控制二者的目的，此乃是

何以佛教受到眾多地方官員歡迎的一大因素。由是之故，秉持儒

66 韓愈：〈送區冊序〉，《韓昌黎文集校注》，卷4，頁299。
67 如戶崎哲彥據此議論韓愈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偏見，即是一例。戶崎哲彥：〈韓

愈的嶺南山水文學與柳宗元〉，《唐代嶺南文學與石刻考》，頁113。
68 蔡宗憲曾考察「淫祀」與「淫祠」之概念區別，及其在漢唐之間的正史出現次

數和意義。蔡宗憲：〈淫祀、淫祠與祀典──漢唐間幾個祠祀概念的歷史考察〉，

收入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3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

203-232。
69 嚴耀中：〈唐代江南的淫祠與佛教〉，《佛教與三至十三世紀中國史》（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頁198-214。
70 雷聞：《郊廟之外：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店，2009年），頁220-292。



中唐士人的南方教化：以韓愈、柳宗元為考察中心 21

者意識的韓愈，在佛教影響力籠罩各地的情況下，如何與南方的

佛教徒互動，也是值得留意之處。〈送惠師〉一詩：

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十五愛山水，超然謝朋親。

脱冠翦頭髮，飛步遺蹤塵。發蹟入四明，梯空上秋旻，

遂登天台望，眾壑皆嶙峋。夜宿最高頂，舉頭看星辰，

光芒相照燭，南北爭羅陳。茲地絕翔走，自然嚴且神。

微風吹木石，澎湃聞韶鈞。夜半起下視，溟波銜日輪。

魚龍驚踊躍，叫嘯成悲辛。怪氣或紫赤，敲磨共輪囷。

金鵶既騰翥，六合俄清新。常聞禹穴奇，東去窺甌閩。

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真。幽蹤邈難得，聖路嗟長堙。

迴臨浙江濤，屹起高峨岷。壯志死不息，千年如隔晨。

是非竟何有？棄去非吾倫。凌江詣廬嶽，浩盪極游巡。

崔崒沒雲表，陂陀浸湖淪。是時雨初霽，懸瀑垂天紳。

前年往羅浮，步戞南海漘。大哉陽德盛，榮茂恆留春。

鵬鶱堕長翮，鯨戲側修鱗。自來連州寺，曾未造城闉。

日攜青雲客，探勝窮崖濱。太守邀不去，羣官請徒頻。

囊無一金資，翻謂富者貧。昨日忽不見，我令訪其鄰。

奔波自追及，把手問所因。顧我卻興歎：君寧異於民。

離合自古然，辭别安足珍？吾聞九疑好，夙志今欲伸。

斑竹啼舜婦，清湘沈楚臣。衡山與洞庭，此固道所循。

尋崧方抵洛，歷華遂之秦。浮游靡定處，偶往即通津。

吾言子當去，子道非吾遵，江魚不池活，野鳥難籠馴。

吾非西方教，憐子狂且醇；吾嫉惰游者，憐子愚且諄。

去矣各異趣，何爲浪沾巾？71

惠師是佛道中人，喜好山水，且不願久居於一處，足跡遍布各

地。歷來學者多著眼於〈送惠師〉一詩敘述惠師遊山玩水的情況，

如朱彝尊曰：「歷敘名山之游，挨次鋪敘，下語鍊淨」，再如查

71 韓愈：〈送惠師〉，《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冊），卷2，頁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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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行云：「通篇寫其愛山水，游跡或已到，或未到，序次變化錯

落」等等。不過，黃震慧眼獨具地指出：「〈送惠師〉詩，皆敍

其游歷勝槩，終律之以正道」，72顯然嗅出韓愈作詩背後的動機，

乃是欲以「正道」規勸佛家。韓愈的「正道」，即是儒家之道，

所針對的是佛教徒斷絕人倫關係的出家行為，這點可從詩中謂惠

師「乃是不羈人」、「超然謝朋親」看出。最關鍵之處，則在韓

愈與惠師對話一段。惠師謂韓愈見識不異俗人，對聚散分合之事

看得太過沉重，惠師並進一步地自陳，他所追求的是毫無罣礙、

無拘無束之道。聽聞惠師一席話，韓愈以「吾言子當去，子道非

吾遵，江魚不池活，野鳥難籠馴。吾非西方教，憐子狂且醇；吾

嫉惰游者，憐子愚且諄。去矣各異趣，何爲浪沾巾？」回應，對

韓愈而言，惠師捨棄倫常之道，乃於其奉行的儒家人倫觀念迥異。

身為佛教徒的惠師，沒有牽掛，當然可以想去哪裡就去哪

裡。儒家則不然，《論語‧里仁》載：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73

劉寶楠正義引吳嘉賓之語曰：「必有方者，亦非遠遊也。雖近且

必有其所常至，使家人知之，〈曲禮〉曰『所遊必有常』是也。」

74亦即父母健在時，子女盡量不要出遠門，若是出門，也僅是到

常常去的地方而已。易言之，秉持儒家思維的韓愈，並非批評惠

師遊山玩水的行徑，他所針對的是佛教徒能夠四處遊歷，背後乃

是佛家毀棄人倫後的結果。因此，如同黃震所述，這首〈送惠師〉

詩，可看作是韓愈以儒家思想規勸惠師回到「正道」的作品。

韓愈試圖以儒家人倫觀念，感化僧人、冀其醒悟的行為，展

72 朱彝尊、查慎行、黃震之評論，皆參見韓愈：〈送惠師〉，《韓昌黎詩繫年集

釋》（上冊），卷2，頁201。
73 ［清］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里仁第四〉，《論語正義》（上冊）（北京：

中華書局，2011年），卷5，頁157。
74 劉寶楠：〈里仁第四〉，《論語正義》（上冊），卷5，頁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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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儒家教化的一種面向。如前所述，他所身處的環境背景，是佛

教勢力十分龐大的中唐，因此，其〈送靈師〉開門見山即不客氣

地說：

佛法入中國，爾來七百年。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

官吏不之制，紛紛聽其然。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75

東漢以降佛教傳入中國，至韓愈之時已有七百年。佛教對於中國

文化誠然有諸多助益，然而，漢唐間各個朝代對佛教的政策寬

容，上有高士皈依佛門隱居不出，下至百姓逃到寺廟以避免賦

役，這些都是韓愈所不願見到的。準此，他透過與佛教徒交遊，

試著對他們輸以儒家觀念，一旦這群有能力的人還俗、為朝廷所

用，便可以治理百姓，施行儒家教化之職。76若是從這個角度來

看，韓愈〈送惠師〉的對話對象，不單僅限惠師一人，而是那群

捨離世間、棄絕人倫的佛教徒。質言之，韓愈贈詩予僧人之目

的，絕非出自遊戲心態，乃是源於儒家教化的動機。

（二）潮州與袁州刺史時期

憲宗元和14年（819），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大內，

韓愈時為刑部侍郎，上〈論佛骨表〉極諫，其中謂尊崇佛教的君

王，多半壽命不長、國祚短暫，77觸怒龍顏，遭貶潮州。據韓愈

〈潮州刺史謝上表〉所述，他是在元和14年（819）正月14日被

75 韓愈：〈送靈師〉，《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冊），卷2，頁202。另，韓愈

〈論佛骨表〉也提到時人「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

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可以想見當時信佛的狂熱氛圍。韓

愈：〈論佛骨表〉，《韓昌黎文集校注》，卷8，頁686。
76 宋人陳善便曰：「退之送惠師、靈師、文暢、澄觀等詩，語皆排斥。獨於靈師，

似若褒惜，而意實微顯。如圍棋、六博、醉花月、羅嬋娟之句，此豈道人所宜

為者。其卒章云：『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於澄觀詩亦云：『我欲收斂

加冠巾。』此便是勒令還俗也。」其所謂「勒令還俗」，即是本文強調的儒家

教化之一環。韓愈：〈送靈師〉，《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冊），卷2，頁

212。
77 韓愈：〈論佛骨表〉，《韓昌黎文集校注》，卷8，頁68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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貶，經過一番路程，抵達潮州已是3月25日。韓愈雖然被貶至位

屬嶺南道東部的潮州，幸運的是，同年10月24日，他便得到量移

的機會，改授袁州刺史，離開潮州。換句話說，自貶謫到離開，

韓愈在潮州活動的時間僅止七個月。

不過，韓愈在潮州絕非毫無作為，相反地，他積極地參與地

方事務，克盡移風易俗的士人教化職分。關於這點，李翱為韓愈

寫的行狀便很清楚地闡述：

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頂

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

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

壽不能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

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為人隸者，

公皆計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78

皇甫湜的〈韓愈神道碑〉也有同樣記載：

憲宗盛儀衛迎佛骨，士女縱觀傾城，先生大懼，遂移典

校上章極諫，貶潮州刺史。大官謫為州縣，薄不治務，

先生臨之，若以資遷。洞究海俗，海夷陶然，遂生鮮魚

稻蟹，不暴民物。掠賣之口，計庸免之，未相直，輒與

錢贖。及還，著之赦令。轉刺袁州，治袁州如潮。79

南方買賣人口的情況十分嚴重，韓愈身為潮州刺史，勢必得設法

遏阻這股風氣。事實上，唐代人口買賣情況十分嚴重，不僅限於

南方。人口買賣可分兩個層面：其一是蓄奴風氣，其二是「典賣

妻女」，80從李翱在行狀所述「以男女為人隸」、「公皆計傭以

償其直」，和皇甫湜在神道碑提及的「掠賣之口，計庸免之，未

78 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冊11），卷639，頁7216。
79 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冊12），卷687，頁7779。
80 李淑媛：〈唐代的「典賣妻女」現象──以律令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

報》第42期（2009年12月），頁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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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直，輒與錢贖」等句推論，韓愈面對的當是因債權糾紛而引發

的蓄奴問題。有意思的是，韓愈並非以官方力量，強制那些蓄奴

者交出奴隸，而是回歸市場機制，利用勞動力與錢財進行等價交

換，讓奴隸憑藉自身力量，贖回自由。韓愈的作法，應當是為了

避免地方豪強的反彈，畢竟對於豪族來說，奴隸屬於「半人半

物」，與一般良民是不對等，算是資產的一部分。某個層面而言，

蓄奴其實亦符合唐代身分制社會，81士人解放奴婢形同剝奪豪族

財產。從這個角度來看，韓愈的做法似乎站在強調主僕身分有別

的法制對立面，82其實不然。筆者推論，韓愈處理的應是那些因

受迫或受騙，非透過合法途徑成為奴隸之人口。李淑媛曾指出，

「在確定債務人已無任何財產得以清償債務的情況下，唐令允許

的解決方案是『役身折酬』。即以債務人即其子女（尤指男性）

出賣勞役來償還債務」，然而要注意的是，「不論勞役時日之長

短，但必須不違反原有良民之身分。」83易言之，不肖債權人會

利用債務人的無知和無力，誘使其落入奴婢賤籍，一方面剝奪奴

婢的人身自由，另一方面，成為朝廷無法徵賦役的隱匿人口。這

些因非法手段之故，被迫成為奴婢者，正是韓愈解放的對象。韓

愈的做法，不僅克盡臣僚代替君王治理、教化地方的職責，亦體

現朝廷律法之精神。84

除了遏止人口買賣，韓愈還有其他具體行動，介入地方事

81 高明士：〈唐代的身分制社會〉，《興大歷史學報》第30期（2016年6月），

頁10。
82 唐代主奴、良賤之間的不平等，具體展現於唐律的條文，例如奴婢毆殺良人，

比起良人毆殺他人奴婢，兩造罪罰輕重是不同的。若良賤之間有主奴關係，不

平等的程度更加嚴重。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臺北：里仁書局），

頁290-204。
83 李淑媛：〈唐代的「典賣妻女」現象──以律令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

報》第42期，頁63。
84 必須要說明的是，關於韓愈介入地方人口買賣一事，李翱與皇甫湜的描述稍有

差異，前者謂韓愈是在治理袁州時所為，後者則言韓愈治理潮州、袁州皆循相

同模式。不過，若是從本文關注的面向來看，無論韓愈是在潮州抑或袁州杜絕

人口買賣，都無損其教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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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首先，他在〈鱷魚文〉曰：

……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

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

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

首下心，伈伈覗覗，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85

潮州位處南方，江河遍布，氣候潮濕，是個十分適合鱷魚生長的

環境。潮州的鱷魚時常掠食當地民眾的家畜，嚴重影響百姓的生

活。韓愈身為刺史，應當有所作為，因此，他便寫〈鱷魚文〉警

告鱷魚「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甚至

還下通牒云：「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

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

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

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86韓愈利

用人類才能理解的文字，向鱷魚闡述道理，看似荒誕不經，實有

深刻的教化意義。如同皇甫湜〈韓愈神道碑〉「大官謫為州縣，

薄不治務」所言，官員被貶謫至南方任職，大可將事情委託地方

胥吏處理，但韓愈卻選擇親自站上前線，此其一也。〈鱷魚文〉

自謂「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充分展現士人理物的

職分，體現「君─臣─民」的秩序觀，87此其二也。易言之，韓

愈撰〈鱷魚文〉之目的，絕非遊戲之作，亦非單純的官僚責任感，

而是儒家重視百姓所需，務求安頓百姓的教化心態。

其次，韓愈〈潮州請置鄉校牒〉乃言：

85 韓愈：〈鱷魚文〉，《韓昌黎文集校注》，卷8，頁640。
86 韓愈：〈鱷魚文〉，《韓昌黎文集校注》，卷8，頁641。
87 王德權曾以柳宗元為考察對象指出，柳宗元自言重視輔時及物，承襲魏晉以來

的士人理物說。其體認在四民分工的機制下，士人身負理物之責，體現「君─

臣─民」的秩序觀。筆者認為，這種士人理物的認知並非僅出現在柳宗元身上，

從〈鱷魚文〉可知韓愈亦有相似的傾向。王德權：《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

的自省風氣》，頁28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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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如

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

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

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

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

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

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

爾趙德秀才：沉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

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

尉，為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

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88

唐代的南方尚處有待進一步開發階段，韓愈任官的潮州雖然有萬

戶，但是鄉里竟無學校，百姓的教育程度隨之停滯不前。因此，

潮州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人才貢舉至朝廷，遑論要中科

舉。不僅如此，由於鄉里沒有學校，忠孝之行、禮樂之教無法順

利推行，「人弱而愚」的景況亦是可想而知。職是之故，韓愈請

求朝廷在潮州設置學校，他不但以身作則，親自舉薦人才，更自

掏腰包，用自己的俸祿挹注地方教育。韓愈的行為，與《論語‧

子路》篇一段記載異曲同工：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

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

加焉？」曰：「教之。」89

孔子至衛國，冉有御車，孔子見衛國人口眾多而歎美之，冉有問

人口多了該怎麼辦？孔子回答要讓他們富有。冉有繼續追問如果

已經富有，又該怎麼辦？孔子曉諭冉有說，要讓百姓受教育。由

此可見，韓愈撰〈潮州請置鄉校牒〉，請求朝廷在地方設置學校，

88 韓愈：〈潮州請置鄉校牒〉，《韓昌黎文集校注》（外集上卷），頁771-772。
89 劉寶楠：〈子路第十三〉，《論語正義》（下冊），卷13，頁52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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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實踐儒者「富而教之」的理想，體現儒家教化手段。

綜上所陳，韓愈於潮州、袁州擔任刺史時，以具體的行動，

積極地參與地方事務。除了介入南方的人口買賣行為，讓那些因

受迫和受騙成為奴隸者，得以憑藉自身力量，贖回自由，其不僅

體現官員的地方教化，處置方式亦符合朝廷律法精神。韓愈還撰

寫〈鱷魚文〉警告鱷魚，為百姓發聲，充分展現士人理物的職分，

體現「君─臣─民」的秩序觀。此外，其〈潮州請置鄉校牒〉請

求朝廷在地方設置學校，貫徹儒家「富而教之」的理念。凡此種

種，皆是韓愈謫居南方時，秉持儒家精神的教化方式。

四、柳宗元的南方教化

（一）永州司馬時期

由於韓愈與柳宗元之間有頻繁的信件往來，加上明代茅坤

（1512～1601）將兩人列為唐宋古文八大家，90後人習慣用「韓

柳」概括二者自是可想而知。不過，比起文學主張的契合，韓

愈、柳宗元的官運實是天壤之別。誠如前述，韓愈先於貞元19
年（803）上疏議論宮市，被貶至連州，僅待一年便獲得量移；

次於元和14年（819）上〈論佛骨表〉，被貶至潮州，更是只待

短短七個月即離去。反觀柳宗元在順宗時期參與王叔文等人的改

革，於永貞元年（805）先被貶為邵州刺史，之後再貶為永州司

馬，直到元和9年（814）才得詔回京。也就是說，柳宗元在永州

長居十年之久，這種情況在以赦免、量移作為朝廷恩澤的古代社

90 ［明］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收入［清］永瑢、［清］紀昀等纂修，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集部322，總

集類，冊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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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算是不多見的例子。91

謫居永州的柳宗元，內心苦悶無處傾訴，所擔任的司馬又無

法讓他發揮長才，因此，子厚便埋首於文學、恣肆於山水，諸多

著名的詩文遂在此際問世。論者早已注意到，柳宗元那些看似描

寫山水景物之作，實際上隱含著濃厚的「望鄉」意識，最明顯的

是詩文不時出現「夷蠻」、「夷」、「荒」等詞。92蠻夷地方的

「痞氣」93、「炎毒」94侵蝕著柳宗元的身體，眾疾纏身，健康

狀況逐漸走向下坡。95這些貶謫時期的文學創作，如同雙面刃，

一方面使子厚得以名留文學史，另一方面卻也掩蓋掉其他事跡，

導致為他撰寫墓誌銘的韓愈，96抑或是後世史官，97對於他謫居

永州時期，多是草草帶過。檢閱柳宗元的文集，可以發現，除了

最為後世稱道的山水詩文以外，實際上仍有諸多涉及教化理念的

91 陳俊強曾指出，唐代官吏犯罪逢皇帝恩赦而「遇赦不赦」者，絕大多數為貪贓

罪和造偽罪，前者敗壞吏治，後者破壞管理秩序，對於帝國的影響皆屬重大。

陳俊強：《皇權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年），頁211-219。
92 戶崎哲彥：〈柳宗元の故鄉と唐長安城──柳宗元の故鄉‧莊園をめぐる唐代

長安城里坊‧長安縣鄉里に関する歷史地理學的考察の試み（上）〉，《彥根

論叢》第296號，頁1-5。
93 〈與楊京兆憑書〉曰：「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常。眊眊然

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柳宗元：〈與楊

京兆憑書〉，《柳宗元集校注》（第6冊），卷30，頁1979。
94 〈與蕭翰林俛書〉曰：「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為常。忽遇

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瘮懍，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

緒殆非中國人。」柳宗元：〈與蕭翰林俛書〉，《柳宗元集校注》（第6冊），

卷30，頁1999。
95 梅田雅子：〈劉禹錫‧柳宗元の左遷に對する悲哀──客觀的狀況と主觀的判

斷──〉，《中國詩文論叢》第24集（2005年12月），頁99-114。
96 韓愈的〈柳子厚墓誌銘〉曰：「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

出為剌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汛濫停蓄，

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韓愈僅是描述柳宗元貶謫永州後，埋首於

文章、縱情於山水間，並無進一步指出柳宗元在此時期有何作為。韓愈：〈柳

子厚墓誌銘〉，《韓昌黎文集校注》，卷7，頁570。
97 《新唐書‧柳宗元傳》收錄一些柳宗元於永州時期的作品，對子厚這個時期的

作為則沒有更多著墨。歐陽修、宋祁等撰：〈柳宗元傳〉，《新校本新唐書附

索引》（第7冊），卷168，頁5132-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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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眾所皆知，遭貶永州的柳宗元屬待罪之身，司馬一職徒為空

名，其〈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直言：

俟罪非真吏，翻慚奉簡書。98

充分地體現其囚徒的心情。99準此，子厚在永州時期僅能提出一

些理念，至於具體的施政情況，得至他再度被貶為柳州刺史，方

可得見。縱使如此，子厚的教化理念仍是值得我們注意。

面對「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於

奧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虵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

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100有待開發的永州，柳宗

元嚮往永州刺史韋彪，能夠行「因俗而成化」、「除殘而佑仁」、

「廢貪而立廉」之事，得以「家撫而戶曉」，101為時人稱頌。無

奈他僅是待罪之身的司馬身分，全無一展長才的機會。由是之

故，柳宗元將希望寄託在達官貴人身上，期盼當朝權貴能伸出援

手，讓他改換到一處可施展抱負的所在。其〈寄許京兆孟容書〉

曰：

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

禆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

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

98 柳宗元：〈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柳宗元集校注》（第9

冊），卷43，頁2974。
99 孫昌武指出：「柳宗元的職務的全職是『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永州是中

州，司馬正六品上。但遠州司馬依例只是個『閒員』，多由『內外文武官左轉

右遷者遞居之』。而『員外置』即是在編制之外，當時朝廷有員外及攝、試官

不得干預政務的明確規定。因而柳宗元到永州，既無公務，也無官舍，用他自

己的話說是『伺罪非真吏』，即不是真正的官吏，而是一個囚徒。」孫昌武：

《柳宗元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89-90。
100 柳宗元：〈永州韋使君新堂記〉，《柳宗元集校注》（第5冊），卷27，頁1805。
101 柳宗元：〈永州韋使君新堂記〉，《柳宗元集校注》（第5冊），卷27，頁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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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素意如此也。102

子厚回顧永貞革新以來的心路歷程，頗有悔過的意思。只是，他

並非是將過錯全部推諉塞責予王叔文黨人，而是反省改革的力道

太過激烈，以致引起眾人怨憤。103對柳宗元而言，成為叔文黨人

並非人生的汙點，恰恰相反，他反倒認為那是生命的光榮時分。

因為子厚始終堅信，他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

道，利安元元為務」之理念，參與改革活動。縱使最後的結果不

如人意，但該檢討的是改革的手段，而非內心的初衷。由是可

見，子厚在意的是如何復興堯、舜、孔子的「道」，此「道」即

是安頓百姓、教化萬民。

簡而言之，「利安元元為務」可謂子厚的核心教化信念。104

這股信念即是一種以民為本的思維。其〈伊尹五就桀贊〉曰：

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

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

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

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

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

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

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

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105

對於有人質疑伊尹何以選擇捨賢能的湯，回到不仁的桀身邊，柳

宗元反倒認為，伊尹往返湯、桀之間，正是其心繫生民的表現。

102 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柳宗元集校注》（第6冊），卷30，頁1955。
103 松本肇亦言柳宗元「否定順宗的政治革新，以參加過政治改革的人們為有罪，

只不過是下一代的憲宗體制的理論，服從那個理論只不過是承認體制上的結

構，決不是否定自己的理念。」松本肇著，孫險峰譯：《韓柳文學論》（北

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105。
104 王志浩：《尊經‧崇禮‧教化：柳宗元儒學思想研究》，頁108-140。
105 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贊〉并序，《柳宗元集校注》（第4冊），卷19，頁1314-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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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之際，在湯革命成功前，桀仍有掌控大局的實力。因此，考

量到百姓的需求，伊尹方會選擇能夠即時澤被百姓的桀，待不可

得，才又離開桀而返湯。柳宗元據此指出，使伊尹躊躇不決的關

鍵，不在君王的德行有無，而是生民之所需，故伊尹五就桀，正

是他「急生人」、以民為本的具體展現。這種以民為本的思維，

對於士人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其〈送薛存義序〉云：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

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

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

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

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

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

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106

子厚以贈序的方式，告訴薛存義，在「士、農、工、商」的四民

分工社會，士人是不事生產的群體，其日常所需皆取諸百姓。如

此而言，照理說官吏和民眾之關係，應是官吏為民所役，而不是

官吏役民。只是，在國家制度的運作之下，官吏搖身一變成為鄉

里的主事者，擔負安頓百姓的責任。正因如此，子厚指出士人更

應克盡教化的職責，而非怠惰苟過。

總上得見，以待罪之身謫居永州的柳宗元，擔任無法讓他發

揮長才的司馬職位，因此，他一方面埋首於文學、恣肆於山水，

留下諸多著名的創作；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心往後在永州度過餘

生，遂積極與達官顯要通信接觸，試圖離開永州，重返京城。柳

宗元亟欲離開永州的理由，除了南方氣候卑濕、族群互異讓人格

格不入以外，107位居閒職不得發揮才能，同樣是一大原由。換句

話說，抱持著「利安元元為務」、「以民為本」思維，訴求四民

106 柳宗元：〈送薛存義序〉，《柳宗元集校注》（第5冊），卷23，頁1543。
107 于賡哲：《唐代疾病、醫療史初探》，頁217-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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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的柳宗元，無法在南方的永州施行任何政策，只能轉向有力

者求助，企望可以量移至他方，以具體行動，實踐士人教化之道。

（二）柳州刺史時期

元和10年（815）初，柳宗元趕回京城，以為自此能夠離開

南方，沒想到是被派到屬嶺南道東部、108離京城更加遙遠的柳

州。經過長途跋涉，同年6月27日，子厚終於抵達柳州。109擔任

柳州刺史的子厚，首先要面對的是異於北地的南方習俗。《舊唐

書‧柳宗元傳》載：

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錢主，宗元革其鄉

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110

韓愈的〈柳子厚墓誌銘〉亦有相同紀錄，且寫得更為詳細：

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

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

禁，州人賴順。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

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

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

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111

誠如前文所述，唐律有明文規定，在確定債務人無任何財產可清

償債務的情況下，允許債務人的子女出賣勞役來償還債務，但並

不意味著這些欠債者隨即會落入奴婢賤籍。然而，在《舊唐書》

「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錢主」，以及〈柳子厚墓

108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5冊）（隋‧唐‧五代十國時期），頁

69-70。
109 羅聯添：〈柳子厚年譜〉，《唐代四家詩文論集》，頁331。
110 ［後晉］劉昫等撰，楊家駱主編：〈柳宗元傳〉，《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

（第5冊）（臺北：鼎文書局，2000年），卷160，頁4214。
111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韓昌黎文集校注》，卷7，頁571。



《當代儒學研究》第 24 期 2018.0634

誌銘〉曰「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

婢」，恰恰反映南方債務人如何利用民眾的無知與無力，誘使其

沒為奴婢。柳宗元初步的解決方式，和任職潮州刺史的韓愈相

近：他們都沒有憑藉官吏的公權力，強制那些利用購買或欺騙他

人賣身者交出奴隸，而是選擇回歸市場機制。值得注意的是，韓

愈讓奴隸以自身勞動力或錢財，贖回自由；柳宗元則自掏腰包，

使奴隸得以重新返家。據《舊唐書》「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

歸其父母」觀之，被販賣成為奴婢者，極有可能是尚未成年的子

女。換句話說，這種父母因債務問題而將其子女視為貨物典當，

不僅違背唐代律法，112更是對於強調人倫關係的儒家之一大挑戰。

易言之，柳宗元不僅要處理人口買賣問題，亦面臨南方民眾對儒

家人倫價值的挑戰，情勢可謂十分嚴峻。柳宗元選擇自掏腰包，

為奴婢贖身，固然是基於柳州地處偏遠，生產力低落，奴婢短時

間內很難清償完債務，體現子厚「急生人」的思維；更關鍵的是，

子厚出私錢以贖之，讓那些被抵押質債落入賤籍的子女，可以更

快速地回歸家庭，重新修補兩造的親子關係，同時鞏固了儒家的

核心價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13──官吏不僅是民

之父母，善盡治理地方之職責，同時也維護家庭人倫關係的穩固。

細觀韓、柳二人因應人口買賣問題的解決之道，或有些許差

異：前者著重於法律如何確切地落實於民間，後者則是因「急生

人」考量，透過私下救濟的方式，試圖快速彌補人倫親情的破

裂。不過，他們行動背後具更多的相似處：一方面展示官吏如何

介入地方事務，使得「君─臣─民」的社會結構更加穩固；另一

方面，則是體現中唐士人移風易俗的教化手段，體現唐代律法精

112 李淑媛指出，父母倘以子女人身質債，依照律法，該父母不過科「杖八十」

之薄懲。李淑媛：〈唐代的「典賣妻女」現象──以律令為中心〉，《臺灣

師大歷史學報》第42期，頁64。這或許也是造成南方「典當」子女為奴婢的

風氣盛行之故。
113 劉寶楠：〈顏淵第十二〉，《論語正義》（下冊），卷15，頁499。



中唐士人的南方教化：以韓愈、柳宗元為考察中心 35

神，鞏固儒家的核心價值。

此外，柳宗元於柳州的建設亦值得我們關注。〈柳州復大雲

寺記〉曰：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

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

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

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

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

入焉，有以佐教化。114

子厚以北方人的角度，認為南方百姓相信鬼怪之事，不服管教且

背棄仁義，言談之中儼然含有文化優越的成分。對於這群排斥禮

教、規避刑罰的南人，柳宗元選擇利用重建大雲寺的方式，憑藉

宗教力量除魅，讓當地百姓逐漸地願意接受士人教化，改變既有

風俗。必須要說明的是，柳宗元並不是以佛教治理地方，亦非欲

將柳州百姓改造成佛教徒，對他來說，佛教只是一種輔佐教化的

手段，而非最終目的。易言之，子厚始終是站在儒家的角度，施

行移風易俗，「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115乃為其終

極目標。〈柳州復大雲寺記〉又提到：「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

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116其中的「逐神」、「取其地」，

便是一種去除淫祠、淫祀的除魅手段。過去學者曾經歸納中唐士

人的議論，指出士人治理地方，容易面臨到三項難題：胥吏、富

豪、淫祠。117其中，淫祠乃至淫祀的問題亦被柳宗元碰上。值得

留意的是，去淫祠可謂士人貶謫南方時，常有的地方教化行為。

114 柳宗元：〈柳州復大雲寺記〉，《柳宗元集校注》（第6冊），卷28，頁1863。
115 柳宗元：〈柳州復大雲寺記〉，《柳宗元集校注》（第6冊），卷28，頁1863。
116 柳宗元：〈柳州復大雲寺記〉，《柳宗元集校注》（第6冊），卷28，頁1863。
117 王德權：《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的自省風氣》，頁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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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子厚〈道州毀鼻亭神記〉載道州刺史薛伯高毀象祠一事，刺史

去象祠的理由是：

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

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吾聞鬼

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

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

敦忠睦友，祗肅信讓，以順于道。119

道州刺史薛伯高以為象為人子、為兄弟，皆不足效法，祭祀之反

而有損教化。很明顯地，薛伯高去除象祀的背後，是以儒家為中

心，凡是違背儒家準則的神祇、祭祀則視之為淫祠、淫祀，而這

群士人便有理由毀之。

要移除南方固有的習俗，不能單純依靠佛教的力量，或是強

行拆毀淫祠等消極的手段，身為儒者的柳宗元，明白若要達到移

風易俗之效，得採取更積極的作為。因此，子厚著手重新修葺孔

廟，展示以儒為本的教化行動，其〈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曰：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攻

劫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

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

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

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

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

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

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

118 法國漢學家樂維（Jean Levi）曾考察六朝及唐代小說裡，涉及官吏至地方拆毀

祠堂、降伏神怪之事，可從中覷見唐代地方自行設置祠堂的情況十分嚴重。

樂維撰，張立方譯：〈官吏與神靈──六朝及唐代小說中官吏與神靈之爭〉，

收入《法國漢學》編委會編：《法國漢學》第3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1998年），頁32-59。
119 柳宗元：〈道州毀鼻亭神記〉，《柳宗元集校注》（第6冊），卷28，頁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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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衣布，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120

遠離京城、位置偏僻的柳州，歷來不太受到儒教與朝廷的影響，

直到唐朝，情況才稍稍有所轉變。柳宗元褒揚唐帝國的意見，從

柳州孔廟頹壞之情形看來，顯然是溢美之詞。除了翻修孔廟以

外，子厚在物資缺乏、「禮不克施」的窘況下，仍堅持以精簡的

方式完成禮儀的程序，其目的是欲「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

忠君，言及禮義」。121換句話說，子厚搬演儀節的緣由，並非僅

是行禮如儀地走完流程，而是欲藉由儀節的實踐，讓從未見過孔

廟相關禮儀的柳州百姓，感受儒家禮儀。透過儀式進行所散發的

肅穆、莊重氣氛，感染當地居民，使之浸潤於禮儀的神聖氛圍，

願意接受孔子及儒家，且放棄固有舊俗。

此外，柳宗元還投身教育，指點前來問學的子弟。《舊唐

書‧柳宗元傳》載：

江嶺間為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

必為名士。122

從韓愈的〈師說〉123得見中唐時人不興師徒關係，士大夫甚至會

群聚譏笑那些號為師、曰為徒者。子厚雖然流於俗眾地避師徒之

「名」，124但從他不吝提點後生晚輩學問之舉來看，其非恥於為

師者。誠如前述，唐代的江南、嶺南地區尚處開發階段，這個時

期的教育亦有待開拓。《舊唐書》言凡經過柳宗元指點者，日後

「必為名士」，或許有些誇大，不過子厚指導南方子弟端是事

實，此亦可視為其教化的一環。而柳宗元在南方的教化之功，頗

120 柳宗元：〈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柳宗元集校注》（第2冊），卷5，頁388。
121 柳宗元：〈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柳宗元集校注》（第2冊），卷5，頁389。
122 劉昫等撰，楊家駱主編：〈柳宗元傳〉，《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第5冊），

卷160，頁4214。
123 韓愈：〈師說〉，《韓昌黎文集校注》，卷1，頁47-50。
124 柳宗元：〈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柳宗元集校注》（第7冊），卷34，

頁220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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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時人的肯定，韓愈〈柳州羅池廟碑〉曰：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

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

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

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

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

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

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

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

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

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

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

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125

韓愈鉅細靡遺地總結柳宗元在柳州的幾個教化面向：一、以禮法

治理百姓；二、具體落實「富民」，百姓在其治理之下，有新屋、

新船、家畜；三、將儒家秩序觀帶入南方，使儒家的尊卑孝道融

入當地；四、介入地方事務，讓奴隸獲得重新返家的機會；五、

修葺孔廟，令柳州百姓實際感受儒家禮儀。結合前述柳宗元復大

雲寺、除淫祀淫祠、指導後進等，在在得見中唐時期遠謫南方的

士人，絕非毫無建樹。即便韓、柳的教化方式有些差異，毋庸置

疑的是，他們皆秉持儒家信念，積極介入地方事務，一方面執行

移風易俗的手段，另一方面則是透過教育，讓南方百姓接觸儒家

禮儀，塑造一個父子夫婦各守其分的穩定社會。

五、結論

本文試圖以韓愈、柳宗元為考察對象，析論中唐士人貶謫南

125 韓愈：〈柳州羅池廟碑〉，《韓昌黎文集校注》，卷7，頁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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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後，面對全然異於北地習俗的環境，如何堅持儒家信念，以具

體行動承擔文化傳播、移風易俗的教化責任。

首先，從隋唐人們的南方「想像」談起，探討彼時人們如何

透過文本「建構」南方形象，而韓愈、柳宗元貶謫南方後，其實

際「體驗」究竟為何。唐代的「南方」是和處於政治中心的「北

方」相對的概念，主要係指長江以南的區域，即唐代的江南道、

嶺南道等地區，尤其是嶺南道，歷來常是朝廷懲罰官吏的貶謫所

在。彼時的人們或透過閱讀史籍，或憑藉口耳相傳，「想像」南

方的氣候與風俗，建構其南方印象。從庫狄士文、李道興、盧祖

尚等例得見，長期處在政治中心的北方人，對於南方的印象是負

面居多，尤其最為恐懼南方瘴癘所帶來的死亡陰影。因此，北人

一旦知悉要到南方，常常像被宣判死刑，生命隨之畫上句點。同

樣被貶至南方的韓愈、柳宗元，則實際「體驗」到：一、南方瘴

癘之氣，會威脅到人的生命。二、飲食習慣迥異，可能引發身體

不適。三、南方氣候殊異北方，讓人容易患病。四、南方江河滿

布，水裡物種豐富，其中致命者亦不在少數。職是之故，遠謫南

方的士人，多半企盼能夠早日回到京城，這股焦慮感在士人內心

揮之不去。

其次，德宗貞元19年（803），韓愈被貶至屬江南西道的連

州任陽山縣令，雖然待的時間不算太久，但他在該地仍有諸多教

化行為。其〈送惠師〉一詩可見他試圖以儒家人倫觀念，感化佛

教徒，便展現儒家教化的一種面向。韓愈固然與僧人密切往來，

然而，其目的是對佛教徒輸以儒家觀念，所考量的是，這群有能

力的人，一旦能夠還俗為朝廷所用，便可一同治理百姓，施行儒

家教化之職。若從這個角度來看，韓愈〈送惠師〉的對話對象，

不單只是惠師一人，而是那群捨離世間的佛教徒。易言之，韓愈

贈詩予僧人之目的，絕非出自遊戲心態，乃是源於儒家教化的動

機。另外，韓愈謫居潮州、袁州任職時，更是以具體的行動，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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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方事務。除了介入南方的人口買賣行為，讓那些因受騙或受

迫而成為奴隸者，能憑藉自身力量，贖回自由，其處置方式亦體

現唐代律法精神。韓愈還撰寫〈鱷魚文〉警告鱷魚，為百姓發聲，

充分展現士人理物的職分，體現「君─臣─民」的秩序觀。而其

〈潮州請置鄉校牒〉乃上求朝廷設置學校，貫徹儒家「富而教之」

的理念。凡此種種，皆是韓愈被貶至南方時，秉持儒家精神的教

化方式。

最後，因捲入政爭，以待罪之身謫居永州的柳宗元，擔任無

法讓他發揮長才的司馬一職。然而，他不甘心要在永州度過餘

生，遂積極與達官顯要通信聯絡，試圖藉此離開永州，重返京

城。子厚亟欲離開永州的理由，除了南方氣候卑濕、族群互異讓

人格格不入以外，位居閒職不得施展抱負，也是一大原因。抱持

著「利安元元為務」、「以民為本」思維，訴求四民分工的柳宗

元，無法在永州施行任何政策，只能轉向有力者求助，企望能量

移他處。然而，直到被再貶至柳州擔任刺史，柳宗元方才獲得機

會，得以實踐士人教化之道。根據本文考察得知，子厚於柳州的

教化面向，值得留意之處有：一、以禮法治理百姓；二、具體落

實「富民」，百姓在其治理之下，有新屋、新船、家畜；三、將

儒家秩序觀帶入南方，使儒家的尊卑孝道融入當地；四、介入地

方事務，讓奴隸獲得重新返家的機會；五、修葺孔廟，讓柳州百

姓實際感受儒家禮儀；六、復大雲寺、去除淫祀淫祠；七、不吝

提攜後進、指導學子。

透過韓愈、柳宗元的身影，可以知悉中唐時期遠謫南方的士

人，絕非毫無建樹。韓、柳二人的教化行動，置於中唐的時代氛

圍下，尤可覷見彼時士人在唐帝國的統治危機中，實際上扮演秩

序重新建構的關鍵角色。即便教化方式或有差異，毋庸置疑的

是，兩人無不秉持儒者信念施行教化，鞏固儒家的核心價值。韓

愈和柳宗元皆積極介入地方事務，他們一方面執行移風易俗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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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另一方面則是藉由教育，讓南方百姓接觸儒家禮儀，其最終

目的，無非是要塑造一個父子夫婦能夠各守其分的穩定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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